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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索不同阶段日本婴儿死亡率（IMR）的影响因素，分析人均 GDP 的作用。方法 分别

以 1970-2000 年、2000-2018 年的 IMR 为因变量、相关经济社会因素为自变量进行阶段性岭回归分析，回归

系数 t 检验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自变量为婴儿死亡率的影响因素，比较标准化回归系数绝对值大小判断对因

变量的影响程度。结果 两个阶段的岭回归方程 F 检验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1970-2000 年各回

归系数的 t 检验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2000-2018 年人均 GDP、人口密度的回归系数 t 检验差异

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其他的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按标准化回归系数绝对值大小排序，有统

计学意义的自变量 1970-2000 年依次为人口密度、城镇人口增长率、人均 GDP、超百万城市群的人口、CO2

排放量、人均居民最终消费支出、总生育率、人口增长率、耗电量，2000-2018 年依次为人均居民最终消费

支出、超百万城市群的人口、护士和助产士数、人均当前卫生支出、CO2 排放量。结论 日本 IMR 影响因素

动态变化，人均 GDP 不是关键性影响因素，出现了对婴儿死亡率从有影响向无影响的关系转变，不能过度

放大经济发展对 IMR 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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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search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infant mortality rate (IMR) in Japan at different 
stages, and analyze the role of per capita GDP. Methods IMR from 1970 to 2000 and from 2000 to 2018 were 
identified as dependent variable, and relevant economic and social factors were identified as independent variables 
for staged ridge regression analysis. The independent variables with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regression 
coefficient t-test were identified as influencing factors of IMR, and the absolute value of standardized regression 
coefficient was compared to judge the degree of influence on dependent variables. Results The difference of ridge 
regression equation F test between the two stages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test of each regression coefficient from 1970 to 2000(P<0.05).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t-test of the regression coefficients of per capita GDP and population density from 2000 to 2018(P>0.05), and 
the other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 The impact factors of IMR are dynamic, and the per 
capita GDP is not a key factor. There is indeed a shift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r capita GDP and IMR from 
impact to non impact. The role of economic growth in IMR should not be exagger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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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儿童、婴儿死亡率（IMR）持续下降[1,2]，

但 COVID-19 疫情肆虐，2030 年全球消除新生儿和

5 岁以下儿童可预防死亡的可持续发展目标面临新

的危机和挑战[2]，特别是低和中等收入国家受到的

影响更为严重，及时调整防控策略显得尤为重要。

日本 IMR在经济快速增长和全民健康保险制度之前

就急剧下降[3]，一直处于全球领先地位。早在 1983
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4]就指出日本降低 IMR 的方法

是每个国家的典范，其对后疫情时期防控 IMR 反弹

有否启示，值得关注。现收集日本 IMR 及经济社会

因素数据，进行阶段性岭回归分析，探索不同发展

阶段 IMR 的影响因素，为不同收入国家或地区调整

防控策略提供参考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1 资源来源 
以日本 1970-2000 年、2000-2018 年两个阶段的

IMR 及相关经济社会因素为研究对象。从世界银行

数据库下载资料，数据更新时间为 2021 年 12 月 16
日。经济社会因素包括人均 GDP（current LCU）、

人均当前卫生支出（current LCU）、人均居民最终

消费支出（2010 年不变价美元）、总生育率(女性人

均生育数）、人口增长率（年度百分比）、城镇人

口增长率（年增长率）、人口密度（每公里土地面

积人数）、超百万城市群的人口（占总人口的百分

比）、CO2 排放量（人均公吨数）、能源使用量(人
均千克石油当量）、耗电量（人均千瓦时）、谷类

产量（每公顷千克数）、护士和助产士数（每千人）

等 13 个指标。 
1.2 方法 
以阶段性 IMR 为因变量（y）、经济社会因素

为自变量（xi，i=1,2,3...,13），先对因变量和自变量

进行 Z-score 标准化，再进行岭回归分析。定义：

𝛽̂(𝑘) = (𝑋′𝑋 + 𝑘𝐼)−1𝑋′𝑦，X′X是自变量样本相关

阵，该定义为标准化岭回归估计，k 称为岭参数，

通过选择恰当 k 值，使岭回归分析比最小二乘法估

计的回归系数有较小的均方误差。回归方程检验包

括 F 检验、t 检验及拟合优度三个方面。通过逐个剔

除回归系数 t 检验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的自变量，逐

步筛选有意义的回归模型。回归系数 t 检验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的自变量为 IMR 的影响因素，比较标准

化回归系数绝对值大小，判断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

响程度并进行顺位排序。在统计分析软件 SPSS PRO 
1.0.5 上进行数据处理（自动选择 k 值），P<0.05 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1970-2000 年 IMR 影响因素的岭回归分析 
1970 年 IMR 为 13.4‰，2000 年为 3.3‰，

1970-2000 年 IMR 平均下降量为 0.34‰，平均下降

速度为 4.56%。K=0.135 时，回归方程 F 检验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F=135.335，P<0.001），R2=0.983，纳

入回归模型各自变量的回归系数 t 检验差异均有统

计学意义。按标准化回归系数绝对值从大到小依次

为人口密度、城镇人口增长率、人均 GDP、超百万

城市群的人口、CO2 排放量、人均居民最终消费支

出、总生育率、人口增长率、耗电量，其中，人口

密度、人均 GDP、超百万城市群的人口、人均居民

最终消费支出、耗电量的标准化回归系数均为负值，

其他均为正值。见表 1。 
2.2 2000-2018 年 IMR 影响因素的岭回归分析 
2000 年 IMR 为 3.3‰，2018 年为 1.8‰，

2000-2018 年 IMR 平均下降量为 0.08‰，平均下降

速度为 3.31%。K=0.127 时，回归方程 F 检验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F=126.278，P<0.001），R2=0.988，纳

入回归模型的自变量中，人均 GDP、人口密度的回

归系数 t 检验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其他的均有统

计学意义。按标准化回归系数绝对值从大到小依次

为人均居民最终消费支出、超百万城市群的人口、

护士和助产士数、人均当前卫生支出、CO2 排放量、

人口密度、人均 GDP，其中，CO2排放量、人均 GDP
的标准回归系数为正值，其他均为负值。见表 1。 

3 讨论 
3.1 回归模型分析及不同阶段 IMR 影响因素 
结果表明，1970-2000 年 IMR 平均下降量远大

于、平均下降速度也快于 2000-2018 年，1970-2000
年为 IMR 的快速下降阶段，2000-2018 年为相对缓

慢下降阶段，并趋向低水平持续状态[5]。两个阶段

岭回归模型的 F 检验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说明回

归模型有意义，相关自变量与因变量存在着回归关

系。R2 均接近 1，提示回归模型的拟合优度较好。

根据岭迹图确定的 K 值均较小，提示各自变量的标

准化回归系数趋于稳定，偏差较小。1970-2000 年岭

回归模型各自变量回归系数 t 检验差异均有统计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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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说明 9 个自变量对 IMR 均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是该阶段 IMR 的影响因素。 
表 1 日本阶段性 IMR 影响因素的岭回归分析 

变量 
1970-2000 年 2000-2018 年 

𝛽̂ t P 𝛽̂ t P 

人口密度 -0.287 -12.129 <0.001 -0.064 -1.871 0.088 

城镇人口增长率 0.185 6.505 <0.001 * * * 

人均 GDP -0.140 -8.534 <0.001 0.009 0.266 0.795 

超百万城市群的人口 -0.124 -8.491 <0.001 -0.307 -16.980 <0.001 

CO2 排放量 0.122 3.958 0.001 0.074 2.502 0.029 

人均居民最终消费支出 -0.113 -6.555 <0.001 -0.329 -11.072 <0.001 

总生育率 0.087 3.107 0.005 * * * 

人口增长率 0.082 2.721 0.013 * * * 

耗电量 -0.057 -2.818 0.010 - - - 

护士和助产士数 - - - -0.252 -10.88 <0.001 

人均当前卫生支出 - - - -0.119 -3.286 0.007 

注：𝛽̂为标准化回归系数。“-”表示数据缺失严重未纳入分析。“*”表示筛选模型时被逐个剔除。 

 
2000-2018 年人均 GDP、人口密度的回归系数 t

检验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其他 5 个自变量均有统

计学意义，说明人均GDP、人口密度不是该阶段 IMR
的影响因素，其他 5 个自变量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是该阶段 IMR 的影响因素。在 IMR 快速下降向缓

慢下降过渡后，出现了对 IMR 有影响向无影响的关

系转变，人口密度亦出现了类似的转变。在 IMR 影

响因素中，第一阶段的人口密度、人均 GDP、耗电

量，第二阶段的护士和助产士数、人均当前卫生支

出，两个阶段的超百万城市群的人口、人均居民最

终消费支出，它们的标准化回归系数均为负值，说

明它们对 IMR 有积极影响，其他自变量均为正值，

对 IMR 有消极影响。日本两个阶段 IMR 影响因素

是动态变化的，并非一层不变。 
3.2 人均GDP不是日本 IMR的关键性影响因素 
在 1970-2000 年的 9 个影响因素中，与人口有

关的自变量有 5 个，前三位影响因素为人口密度、

城镇人口增长率、人均 GDP；在 2000-2018 年的 5
个影响因素中，与人口有关的变量仅有 1 个，前三

位影响因素为人均居民最终消费支出、超百万城市

群的人口、护士和助产士数。人口相关因素在第一

阶段处于主导地位，第二阶段仅超百万城市群的人

口发挥一定的影响，提示在 IMR 快速下降阶段应优

化人口政策配套措施。日本生育率下降，人口呈负

增长态势，但超百万城市群的人口随时间推移逐年

增长，人口集群加速，人口密度增加，城市化规模

加大，带动了社会资源特别是医疗卫生资源的相对

集中、进一步优化，更容易得到高效、快捷的公共

服务，也不难解释护士和助产数发挥的积极作用。

第一阶段人均 GDP 仅位居第三，第二阶段不发挥影

响，说明人均 GDP 不是日本 IMR 的关键性影响因

素。人均居民最终消费支出在第一阶段位居第六位、

第二阶段跃居首位，耗电量在第一阶段位居末位，

人均当前卫生支出在第二阶段位居第四，两阶段

CO2 排放量位次总体靠后，这些自变量都需建立在

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尤其是人均居民最终消费支

出发挥作用的前提是家庭必须有一定的甚或足够的

可支配收入，与经济发展关系密切。从这个角度看，

在缓慢下降阶段，人均 GDP 虽不是 IMR 的影响因

素，但可能发挥着间接作用，故不能忽视经济发展

的潜在影响，是否通过调节其他自变量发挥作用，

需要进一步论证。 
3.3 对后疫情时期的启示 
IMR 影响因素是一个涉及社会各领域的复杂系

统[6]，经济因素是其重要影响因素之一，在我国与

城市化水平、人均 GDP 等经济社会变量有关[7]，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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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发展和卫生投入的增加使 IMR 有效下降[8]。国外

有研究报道，经济条件差和公共医疗保健服务使用

率低与高 IMR 密切相关[9]，人均 GDP、城市化和卫

生等因素对降低婴儿死亡有影响[10]。阿码蒂亚·森

在《以自由看待发展》中指出通过高速经济增长可

迅速降低 IMR，但不依赖高速经济增长通过精心策

划的社会扶助项目也可快速降低 IMR。结果表明，

日本 IMR 在快速下降阶段人均 GDP 也不是关键性

影响因素，在缓慢下降阶段则无影响作用，日本 IMR
下降更多是公共政策扶持的成效[3,4]。据 2022 年可

持续发展报告[11]，受 COVID-19 疫情影响，全球经

济减速且危机四伏，贫困人口激增，大多数国家特

别是贫穷国家卫生系统遭受严重破坏。建议不同国

家或地区要结合实际、因势利导，不能过分推崇、

过度放大经济发展对 IMR 的作用，应加大针对性政

策扶持力度，通过实施高效的公共卫生服务项目，

积极防控 IMR 反弹回升。 
总之，日本 IMR 的经济社会影响因素是动态变

化的，人均 GDP 不是关键性影响因素。在后疫情时

期全球经济复苏乏力的形势下，不能过度放大经济

发展对 IMR 的作用，应实施针对性公共卫生服务。

局限性：有 3 个变量数据缺失严重，未同步纳入筛

选两个阶段的回归模型，在 IMR 缓慢下降阶段人均

GDP 的潜在影响需创新方法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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